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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的特点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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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手斧的存在与否及其意义是我国史前考古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存中存在着手

斧这一类器物，但它们在形态、技术、组合关系、丰度上与旧大陆西侧有很大区别；大多数手斧与手镐

应属同质异型，是中国乃至东南亚砾石石器文化中居于从属地位的特定成员，是更新世生活在热带 - 亚

热带的先民开发利用植物根茎食材的大型挖掘工具。他们在渊源上有本土砾石文化的根基，可能受到小

规模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的影响，体现着“本土起源＋外来影响”的融合发展过程。中国的手斧存在着

材料的不完备性和研究的肤浅性，体现在绝大多数标本的地层和时代归属不明，研究多停留在对少数“典

型标本”主观定性的层面，缺乏全面客观的材料分析和详实的观测、统计数据，很多争论缘于缺乏共同

遵循的类型学标准，陷入表层的术语纷争。未来的研究必须加强地层、年代和形态、技术分析的基础性

工作，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取信息和数据，并从理论层面深入揭示手斧这类遗存所蕴含的先民生存

与演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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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手斧是旧石器时代人类制作和使用的一种重要工具，具有特定的形态、技术、时代、

地域和文化传统标识。这类器物在非洲、欧亚大陆西侧和东亚都受到格外的关注，但引起

关注的原因却不尽相同。在西方，手斧是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标志性器物，是远古人类技术

与智能发展的一座里程碑；而在东方，这类器物却因数量稀少、时代存疑、形态不稳定、

技术不规范而饱受争议。

莫维斯（Movius）最早用手斧的有无作为标准，将东西方旧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

两个传统或区域。他认为：在非洲、欧洲及西亚地区，以手斧为代表的阿舍利文化传统

（Acheulian handaxe tradition）盛行，而东亚却缺失这套组合，反而是持久固守的砍砸器

传统（chopper-chopping tool tradition）的天下。莫维斯对产生这种区域性差异的原因做出

两种推测：1）东亚在人类生物进化和文化演化方面处于边缘区域，脱离了进化的主流，

在孤立的环境中沿用人类最早的技术；2）东亚石器原料质量低下，古人群无法制造出更

完美、更精致的阿舍利工具 [1,2]。由此揭开了半个多世纪来考古学界有关东西方远古文化

的异同及手斧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讨论。

对于这一后来被概括为“莫维斯线”（Movius Line）的假说，学界褒贬不一。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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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强烈反对，认为砍砸器组合在东亚的旧石器时代遗存中并不占据优势，不能作为该地

区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标志，并在该地区寻找手斧等具有“阿舍利元素”的器类，以证

明东西方远古文化之间不存在本质区别，东亚并非“文化的死水”[3,4]。然而另一些学者

坚持认为 , 莫维斯对东亚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特点的阐述基本符合事实 , 东西方旧石器

文化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5,6]。

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手斧一直是相关讨论的焦点。研究者对它们是否是真正的手斧，

时代归属怎样，与西方的阿舍利手斧有何区别和关联，对远古人群的迁徙、交流和技术发

展有怎样的意义，一直莫衷一是。纵观这些讨论不难发现，许多论断缺乏坚实的材料基础，

许多被引为证据的材料存在着年代和出土地的不确定性，许多讨论停留在术语、类型的表

层，而且各说各话，缺乏共同接受的标准和原则，更多是在武断地定性，缺乏定量的表述

和数据的支持。本文将对有关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的研究和争论历史做一系统的梳理；对

目前积累的相关标本和资料所存在的问题做出分析，指出在一些材料使用和类型归属上存

在的误区；通过几组统计观测数据分析部分遗址手斧所占比例的真实情况和其形态 -技术

变异的客观性状；对该类工具的渊源、功用及其在我国中部 -南方砾石工具体系中的角色

地位及其反映的先民的生计模式尝试做出阐释，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一孔之见。

2 关于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的研究历史与争论

“手斧”一词在中国旧石器考古的文献中出现得很早。1935 年，步日耶（H. 

Breuil）宣布在周口店第 1 地点发掘出土的石制品中识别出少量手斧 [7]。1939 年，中国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之父裴文中将周口店第15地点出土的几件小石片/砾石工具归类为“小

型手斧”。他主张这种小型尖刃工具的两侧边均被修理，且形状上类似于小手斧 , 其中

某些还显示出与阿舍利手斧同样精致的修疤 [8]。1954 年，在山西丁村遗址附近的沙女沟

地表采集到一件“似手斧”标本，被认为是在中国首次发现的、在形态上同西欧旧石器

时代早期手斧非常接近的石器 [9]。1965 年，贾兰坡宣布中国的数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可确

认存在手斧，例如周口店第 1 地点和第 15 地点、丁村、水洞沟等 [10]。1963 年，在陕西

省乾县地表采集到一件孤立的石制工具，1984 年经邱中郎报道为“手斧”[11]。1977 年弗

里门 (Freeman) 从丁村遗物中辨认出更多的手斧，并宣称它们应被视为典型的阿舍利手

斧 [12]。1987 年，黄慰文识别出中国手斧的三个集中分布区，分别为中国北部的汾渭地堑、

中部的汉水谷地和南部的百色盆地，还绘制出 9件“手斧”标本的线图和分布图以支持其

论述 [13]。自此，黄慰文成为中国有手斧论的主要拥趸，认为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存在阿

舍利石器组合，文化的相互影响或交流很早就已经发生，将东亚和西方分隔开来的 "莫维

斯线 "应该被抹去。

2000年，随着《科学》(Science) 发表有关百色盆地似阿舍利手斧的封面文章，对于“中

国手斧”的争论达到高潮。该文基于对石制品形态观测和地貌、地层观察 , 以及利用裂

变径迹法与钾氩法对地层中的玻璃陨石所获得的测年数据，推断百色手斧的年代接近 80

万年前 , 并认为百色盆地的石器技术与欧亚西部 - 非洲的模式 II 技术是协调一致的 , 据

此指出生活于"莫维斯线"两侧的古人群在技术文化发展和认知能力上是并驾齐驱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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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谢光茂公布了更多来自百色盆地的两面器 [15]。此后，又一批来自百色盆地各个

地点的手斧材料见诸报端，其中某些手斧发掘于原生地层，部分地解决了备受质疑的地层

与时代问题 [16]。 随着南水北调淹没区考古工作的进行，在湖北丹江库区若干处遗址发现

了手斧，使手斧是中国旧石器时代一类重要器型的观点得到强化 [17]。其后更多的材料来

自陕西洛南盆地 , 从这里的数百处地点采集到手斧、薄刃斧等工具，一些标本形态规整

精致，可以与典型的阿舍利手斧媲美 [18,19]。最近，黄慰文等重申周口店、丁村及其他遗

址存在手斧，并认为许多石器组合含有勒瓦娄哇技术（Levalloisian techno-complexes）成份，

具有“西方元素”, 说明在过去 200 多万年间的进化过程中，早期人类为应对气候变迁，

曾反复进行横贯大陆的双向迁移、交流与融合 [20]。

然而上述观点并未得到广泛认同，围绕“手斧”这类标本的性质及附在它们身上的“阿

舍利”、“西方元素”延伸意义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裴文中是中国第一位将手斧这一术

语用于本土材料者，但后来改弦易辙，反对他的导师步日耶对丁村“手斧”的归类，认为

被步氏视为“手斧”的标本事实上是砍砸器，在这类工具上偶然出现的对两侧交互加工或

修理的疤痕，其实是在不同阶段对可利用单元进行加工或改造的结果 [21]。他还反驳北京

猿人制作和使用手斧之说 [22]，并不再提及周口店第 15 地点存在着“小型手斧”。戴尔俭

点评了当时中国手斧的发现与研究情况，讨论了其对更新世人类技术发展的意义以及手斧

与砍砸器文化圈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存中这些零星的手斧无法与西方阿舍

利文化的影响相联系，在亚洲砍砸器 /石片石器工业的一片汪洋中，零散的手斧的出现可

以看作是几处随浪泛起的小泡沫 [23]。

林圣龙通过对被黄慰文等引证的“中国手斧”的标本或素描图进行重新研究 , 认为

这些标本并非真正的手斧，而是手镐、薄刃斧、尖状器和砍砸器等器类。林圣龙同时对出

自韩国全谷里遗址的“手斧”进行研究，得出同样结论。基于这些观察，林圣龙指出手斧

和勒瓦娄哇技术体系在中国和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中缺乏或罕见，莫维斯对东西

方旧石器文化传统的二分法仍然适用 [24-26]。《科学》杂志发表有关百色手斧的论文后，

一些学者迅速将注意力转向该研究的薄弱环节，主要是手斧与用于测年的玻璃陨石之间的

关联 [27]。林圣龙指出，用玻璃陨石样品测得的同位素年龄不能代表手斧的年龄，因为当

时百色盆地的所有手斧均为地表采集品，且百色盆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当时已确定有两个

文化层，因此将这些采集标本归属于中更新世早期的地层单元是没有根据的，据此对莫维

斯理论的挑战是乏力的 [28]。考维纳斯（Corvinus）则主张在中国百色盆地及丁村等地发

现的似手斧类工具与阿舍利技术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中国的材料缺乏阿舍利手斧那种精致

的修理技术与标准化生产程序 [29]。

尽管存在着意见分歧，据作者观察，目前多数学者同意在中国旧石器时代存在着手斧；

但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此类工具在形态和技术上明显区别于西方的阿舍利手斧，主要是

缺乏系统的两面加工和使用软锤薄化处理程序，且在任何一个遗址或石器组合中皆数量稀

少；东西方远古文化的差异并不能因为少量手斧在东方的存在而被否定。

3 关于手斧的类型学标准问题

纵观围绕中国手斧的争论，其表象是在该类工具与西方阿舍利体系的关系问题上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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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见智，其核心问题是这类工具能否真正被归类为手斧。这样，争论的实质就被简化为单

纯的类型学问题，而解决问题的钥匙就是手斧的分类标准。恰恰对于这一基本或基础性问

题，我们未予以足够重视，未很好加以解决。

《旧石器时代类型学手册》（Handbook of Paleolithic Typology）一书对手斧的发现、

研究、命名历史和类型学特征有过系统的介绍 [30]。手斧作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一类重要

工具，在 18 世纪晚期即有学者尝试命名和研究。法国学者莫尔蒂耶（GD Mortillet）最早

使用 coups de poings 一词，翻译成英语即是 handaxe。其后类型学大师博尔德（Bordes）
对手斧或两面器（英语 biface 一词的汉译。西方一些学者倾向于使用“两面器”这一称

谓，以回避“手斧”一词所包含的功能含义）做了类型特征的描述并为大多数学者采纳，

即手斧是在砾石或大石片上从两面剥离下大石片而形成的工具；往往用软锤加工；修疤覆

盖相对应两面的全部或大部分；刃缘也是两面加工而成，或只有局部的刃口，而其他部位

不经修整，或周边都被修成锋利的刃口；横截面或为透镜体状，或者为三角形与菱形；

一般具有一个尖或薄锐的远端或尖部（distal end or tip）和相对的近端或根部（proximal 
end or butt）。博尔德还引入厚 / 宽指数和长 / 宽指数来进一步界定手斧的测量性状。按

照这一分类体系，手斧可以有很多形态变异，包括薄手斧（flat bifaces）、厚手斧（thick 
bifaces）、部分手斧（partial bifaces）和根部未加工手斧（bifaces with unretouched bases）
以及阿布维利手斧（Abbevillian bifaces）。可见手斧是一类难以简单界定的、包括多种形

态变体的石器 [31]。

作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奠基的一辈，裴文中、贾兰坡都没有对他们争论中的手斧做

出清楚完整的界定。贾兰坡做过简单的形态描述 :“手斧 (Coup de poing) 是将石核或石

片的边缘由两面打击而成的一种石核类型的石器。由于这一类型的石器的两面均有加工 , 

所以又称之为两面器”[10]。裴文中的定义差不多：“手斧是一种大型的、一器多用的工具，

交互打击而成，两面遗留石片疤（早期者后跟保留自然面），前端有尖，侧刃锋利的工具”[22]。

张森水曾将中国的手斧归于砍砸器类，“其理由是从形态和功能上看它与尖刃砍砸器是一

样的，加之手斧在中国旧石器时代工具中数量极少，无必要自成一类。所不同的是，手斧

用交互打击加工而成，器身两面遗满或基本遗满小石片疤”[32]。黄慰文提出：“……手斧，

是一类用结核、粗砾或大石片两面打制的重型工具。轮廓通常呈梨形或椭圆形，一段略尖

略薄，相对一段略宽略厚。器身布满片疤，或只保留小部分石皮。……早期类型手斧由于

用硬锤打击而具有身厚、疤深、刃脊曲折、轮廓不对称和保留石皮等特点。他们也称为非

标准手斧或原型手斧。晚期手斧由于改进技术，尤其是一些地区普遍采用软锤打击而使器

身变薄、片疤平远、刃脊平齐、轮廓匀称和不保留或保留很少石皮。它们也称为标准手斧

或阿修尔手斧”1),[33]。林圣龙则在综合西方文献的基础上将手斧的鉴别特征归纳为 : 1）

一种大型切割工具，一般长在 100 mm 以上；2）通常两侧对称，周边有连续的切割刃（有

时根部例外），刃缘规整锋利呈双斜型；3）截面较薄，纵截面和横截面通常为稍稍扁平

的双凸或透镜体，或者是比较薄的平凸形；4）制作典型或比较精致的手斧，经粗制、去

薄和成型，两面广泛修整。此外，他还列出不同学者对刃角和宽 /长比率、厚 /宽比率、

厚 / 长比率给出的不同数值 [24]。谢光茂提出“手斧的划分标准应该是：1）手斧是两面打

制的重型工具；2）通常有一较宽而厚的把端和与之相对的较尖而薄的刃端，除根部和根

部附近外，周边经过修整；3）平面多种多样，通常是卵形、梨形、叶形、三角形。截面
1)规范的术语应该是“阿舍利手斧”。“阿舍利”系对“Acheulian”或“Acheulean”的音译。而“阿修尔”是对“Acheul”

的音译。Saint-Acheul 是法国一处富含典型手斧的遗址，阿舍利手斧因此地而得名。在作形容词使用时，“Acheul”需加
“ian”或“ean”的尾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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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为双凸、平凸或三角形；早期类型手斧用硬锤打击、器身厚、片疤深。刃脊曲折、轮

廓不匀称并保留较多石皮；晚期手斧多用软锤打击，器身变薄，片疤浅远，刃脊平齐，轮

廓匀称，不保留或保留很少石皮”[15]。

应该说，上述对手斧类型的表述都抓住了合理的内核，但作为“标准”则不够简洁、

明确和统一，适用性不强；过于具体而缺乏概括性，宽严的程度不一致，具有不确定性；

同时掺杂了太多的元素，例如平面 -截面形态、技术、功能、测量数据和阶段性变异，在

应用到具体标本上容易产生歧义。于是，采用宽泛标准者会将所有的或多或少带有两面修

理及一个汇聚型刃口的标本都归类为手斧，而采用严格标准者仅把经系统性两面加工与

器身薄化的标本称为手斧，不符合这样条件者均被排除。为改变这种鸡对鸭讲、无谓纷

争的局面，作者在汲取前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在此尝试提出更加简捷明晰适用、更具包

容力、能更大程度达成共识的旧石器时代手斧类型学标准：1）两面打制加工；2）两面、

两侧基本对称；3）一端窄薄，另一端宽厚。在此基础上还可以界定次一级的分类标准，

以区别不同形态变异和不同阶段演变形成的亚型， 例如形态近似手镐、只有部分器体被

加工、一段尖锐另一端粗厚、器身厚、修疤深短的原型手斧（Proto-handaxe）和轮廓匀

称、通体加工、两端呈舌形或弧形、器身薄锐、修疤平远的典型阿舍利手斧（Acheulian 
handaxe）。应避免将不同层级的标准混合使用，也不必在基于形态变异的类型学范畴内

过多掺和主观臆断的功能因素。

4 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材料的基本情况

4.1 地点分布与标本数量

迄今在中国旧石器文化遗存中经报道的手斧标本只有数百件，且基本来自两个区域：

南方的广西百色盆地和中部的陕西东南部 -湖北西北部地区。前者很容易界定，因为发现

标本的地点均位于百色盆地这一较小、单独的地理单元内，而后者复杂一些，在这个更大

的区域内，手斧被发现在汉水谷地和洛南盆地内的多处地点，主要包括陕西省汉中盆地的

梁山遗址、洛南盆地的诸多遗址、湖北省郧县学堂梁子遗址和近年在丹江库区新发现的诸

多遗址。笔者在此用“汉 -洛 -丹”这一缩略语来指代陕东南 -鄂西北手斧分布区。 

百色盆地无疑是中国乃至东亚最著名的手斧产地。在分布于盆地内的大约 70 处旧石

器时代地点中，含手斧者超过 20 处，经报道与描述的手斧标本近 200 件 [34,35]。精确数量

不详，因为研究者的主要注意力在于举“典型标本”之例以证明其观点，而非统计学分析。

在汉 - 洛 - 丹地区，大约 120 处含手斧的地点见诸报端。汉中盆地的梁山遗址是第

一处报道为含手斧的地点，被一些学者看作是典型的手斧遗址 [13]。由于无人对全部标本

进行过观察和研究，至今仍不清楚石器组合中有多少标本可确认为手斧。作者观察部分标

本后认为石器组合以砍砸器和手镐为主体，仅有少量标本可以归类为手斧。在洛南盆地各

级阶地上，目前发现的旷野遗址已近300处，至少在其中的102处采集手斧逾236件 [18,19]。

在丹江库区，从郧县直立人遗址（学堂梁子）附近采集品中被识别出手斧 9 件 [36]，在其

他 30 余处含手斧的地点中，至少 51 件手斧被报道过 [17]。

总体看来，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手斧者数量很少，且集中在有限的区域内。是

否中国发现的手斧数量少是因为缺乏系统的统计分析，很多标本被漏报？这个问题当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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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在广西、湖北和陕西的一些文博单位均见过未经整理和研究的手斧标本，但近十

年针对上述手斧分布区发表的考古调查或发掘报告所提供的统计数据应该能很好地说明问

题：在百色盆地，从坡西岭、百渡、六怀山、百峰、高岭坡、上宋、南半山、枫树岛 8处

遗址发掘出土和采集到石制品共 2974 件， 其中的手斧标本为 106 件 [37-42],2)。在丹江口

库区，从彭家河遗址和北泰山庙遗址发掘出土石制品合计 461 件，手斧的数量为 0[43,44]；

在 1994 年对库区各地点做系统调查时采集的 644 件石制品中，手斧数量为 51 件 [17]，其

中不排除采集者对手斧这类引人关注的器型格外关注的因素。那么是否会因为考古工作不

到位，一些地区未能发现含有手斧的遗址？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被排除，但考虑到各个地

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在近 20 年内由于国家大规模基建工程项目的进行和第 3 次全国

文物普查工程的实施而系统有效地开展过，像手斧这样特征鲜明的史前遗存被成片地遗漏

的可能性并不高。三峡地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995-2007 年间，笔者所在的单位组织

专业队伍在三峡库区开展过拉网式的调查，发现包含打制石器的遗址近 60 处，对其中的

20 余处开展过系统的考古发掘，没有发现真正的手斧 [45]。因此，在未来发现大量的含手

斧的考古遗址、大幅改变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分布区域与格局的可能性并不高。

另一个可以基本肯定的事实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的分布区基本在中国南方砾石

石器文化圈内，北方的石片工具体系内不存在手斧的组合。虽然零星的手斧标本曾在北方

有所报道，但大多是偶然发现的非典型标本，有的还存在误报误传的现象。对此，下文会

有所涉及。

4.2 地层学、埋藏学及年代学问题

很多对中国手斧持否定意见的论述聚焦在标本出土地层和埋藏环境上。目前手斧标

本绝大多数来自地表采集是不可否定的事实，对它们的年代及与其他器类的关系，以及附

加在它们身上的有关古人类技术发展、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的意义，仅能通过宽泛的类型

学与地层学对比来推断和引申，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有意义的理

论探讨。上世纪在百色盆地发现的手斧皆为采集品，对这些材料的时代判断和原生层位的

阶地归属，学术界一直莫衷一是。幸运的是，近些年数件手斧标本被从原生地层中发掘出

土 [16]，证明该盆地早更新世晚期或中更新世早期的砖红壤沉积物中埋藏着手斧，并且运

用裂变径迹法和钾氩法对取自地层里的玻璃陨石进行测年，结果为 0.7-0.8 Ma，使部分手

斧标本有了年代数据，百色盆地成为一些学者认可的在非洲之外于早 -中更新世之交存在

手斧的少数遗址之一 [46]。其后这组数据被部分研究者类比、推广到盆地内外出产手斧的

其他诸多地点，为脱离地层的大量手斧标本和无法找到有效测年手段的遗址找到了年代学

的突破口。需要指出的是，将百色盆地各个地点采集到的手斧统统归为一个地层单元或一

个时段是草率、武断的。这些手斧有可能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但目前这只是一种推测，

而不是被证明了的事实；百色盆地存在不同时段手斧的可能性无法被排除。解决这个问题

尚需更系统扎实的田野工作和对不同层位出土的标本做详实的类型学分析。

汉 - 洛 - 丹区域中的手斧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汉中手斧均为地表采集物，年代被推

测为中更新世早期，只因为被推定的“出土”手斧的颜色偏红的粘土 -粉砂层与百色盆地

的砖红壤接近，虽然两个区域距离很远，而且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地质学比较分析。在洛南

盆地，在几级河流阶地的地表皆散布着手斧，研究者推断他们应出自褐色粘土层，而且近

年在该层的确发掘出土了少量手斧。研究者曾推测该盆地第 2级阶地文化层的年代可能为

2)包括王頠提供的百色枫树岛采集与发掘出土石制品数据：石制品共计 261 件，其中采集品中手斧 98件，手镐 2件；发掘出
土标本中手斧 5件，手镐 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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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25 Ma[19]，古地磁和光释光的测年结果表明，古人类在该盆地的活动遗迹在 0.8-0.14 
Ma 之间断续有存留 [47]。有迹象表明，有些手斧可能属于晚更新世 3)，这将对古人群迁徙、

适应和区域文化特点、发展不平衡性研究带来新的命题和视角。洛南盆地手斧的地层学和

年代学研究仍然任重道远，发现手斧的各阶地文化层之间的关系不明朗，存在高阶地上文

化遗存晚于低阶地者的现象 ,单靠传统的阶地对比和地貌分析不能解决全部问题。

在丹江库区，学堂梁子的手斧均为地表采集品，有的来自遗址之外。近几年，利用

南水北调水利工程的契机，在遗址区进行了上千平方米的发掘，仍未见一件原地埋藏的手

斧。对遗址文化层所做的电子自旋共振与古地磁测年分析的结果为 0.8-1 Ma[36]，但这样

的数据无法与脱层的手斧标本建立明确的关系。近年在该地区发掘的几处遗址出土过少量

手斧标本，但对原生地层的测年工作没有取得令人信服的结果，一般的做法是根据阶地归

属和与百色地层的对比将它们推测为中更新世乃至早更新世晚期。

由此可见，中国两个手斧分布区的地层学和年代学研究目前皆陷入类似的困境。主

要原因有三：1）这些遗址分布于我国中南部红土沉积带，包含文化遗存的网纹红土或砖

红壤酸性强，有机质难以存留，很难找到合适的标本做年代测定或沉积气候事件分析，无

法依靠生物地层判断时代；2）南方红土地层的变化和沉积韵律不明显，学术界对其研究

相对滞后，还没有像对待北方黄土地层那样找出具有时代标志的层位和沉积规律，可以有

效运用的沉积学、年代学和古环境学手段有限；3）绝大多数手斧为采集品，其层位和时

代归属具有先天的困难和不确定性。 

脱离原生地层的采集品不仅难以断代，还会因为各类石制品的鉴别性或可视性差异

以及采集者的兴趣倾向或人为取舍而导致类别失衡，数据失真，在判断器物组合、文化属

性、技术特点、功能指向以及开展遗址间、区域间比较研究时会产生偏颇和误导。一组数

据很能说明此问题：在对丹江库区做系统调查时采集的644件石制品中，手斧数量为51件，

所占比例近 8%；而在其中两处遗址的正式发掘中，得到各类石制品 461 件，手斧的数量

为 0[43，44]；据悉其他经正式发掘但尚未发表报告的遗址有数处出土了手斧，但数量稀少。

百色枫树岛遗址采集石制品 216 件，其中手斧 98 件，比例高达 45%，而在发掘出土的 45

件石制品中，手斧为 5件，比例降为 11% ！因此，在做相关的讨论和分析时，一定要对材

料来源和性质做客观、中肯的介绍和分析，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客观，才有说服力。

4.3 技术与形态

之所以发生对中国旧石器时代是否存在真正手斧的争论，主要症结是：这里发现的

所谓手斧大多数形态不规整，加工不彻底，器身厚重，缺失采用软锤技术的薄化程序，个

体间形态和尺寸及加工程度变异大，规范化程度低，类型学标准难以掌握。表 1列出对采

自湖北郧县人遗址附近和百色盆地的若干标本的观测数据，从中可对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

的形态和技术特征略见一斑。从平面看，这些标本两侧真正称得上对称者很少；从侧面看，

刃缘多折曲，器身多厚钝且截面形态变异大，两面真正称得上对称者不多；从技术上看，

两面加工多不均衡，往往一面修疤多另一面修疤少，且修理多施于尖半段，很少通体修制，

修疤多短深，浅长平直的薄化修理疤罕见，表现为硬锤加工特征，鲜见软锤的技术痕迹。

这样的技术与形态特点，应该使我们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判断：工具制作者是以加工出一

个可用的尖刃为目的，根端视情况需要偶尔做把手的钝化处理；制作者并不十分在乎两面、

两侧的工整对称性，当对一面加工无法达到功能和形态要求时，便对另一面做辅助性的加

3) 据王社江告知，他与澳大利亚学者合作做了大量测年工作，积累了很多尚未发表的数据，有的数据将某些地点和层位指向 10
万年内的晚更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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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而如果仅对一面做修制便可达到目的，制作者便不再费时费力做进一步的修制——这

符合简约的原则，而且与因只有一面加工而被划归手镐的另一类工具便建立起功能的联

系和操作链的关联。因此，一些学者将这类手斧称为手镐或“似手镐的手斧”（pick-like 
handaxe）有其合理性，但笔者认为依据类型学标准而称其为手斧更符合分类学原则，更

有利于研究的深化细化。中国多数手斧的上述技术与形态特点同典型的阿舍利手斧所具备

表 1  郧县学堂梁子和百色那赖遗址手斧观测统计表

Table 1  Observation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handaxes from Yunxian and Bose                                    

标本
长度
(mm)

宽度
(mm)

厚度
(mm)

重量
(g)

素材 岩性
尖部
形态

两面
疤数

石皮
分布

两面
对称

两边
对称

跟部
石皮

郧县EP334(采) 133 74 29 241 裂片 燧石 矛尖状 7/7 一面 否 否 有

郧县EP313(采) 200 126 44 1287 裂片 燧石 矛尖状 4/6 一面 否 否 有

郧县EP343(采) 222 105 68 1396 砾石 燧石 矛尖状 2/6 一面 否 否 有

郧县EP342(采) 214 104 62 1099 石核 燧石 矛尖状 11/16 两面 否 否 有

郧县EP500(采) 153 99 44 697 裂片 燧石 矛尖状 8/5 一面 否 否 有

郧县EP304(采) 201 110 57 1088 砾石 燧石 矛尖状 4/8 一面 是 否 有

郧县EP303(采) 194 120 49 1074 裂片 燧石 舌状 5/4 一面 否 是 有

郧县EP9502(采) 183 107 62 1396 裂片 燧石 舌状 4/6 一面 否 否 有

郧县EP9050(采) 149 96 46 515 裂片 燧石 矛尖状 3/7 无 是 否 有

那赖00880(采) 158 150 77 1276 砾石 细砂岩 舌状 11/7 两面 否 是 有

那赖00868(采) 200 145 84 2086 砾石 砂岩 舌状 8/7 一面 否 否 有

那赖00871(采) 190 145 59 1452 砾石 细砂岩 舌状 7/8 两面 否 是 有

那赖00872(采) 179 110 84 1665 砾石 细砂岩 舌状 5/3 两面 否 否 有

那赖00875(采) 183 130 70 1625 砾石 砂岩 舌状 9/4 两面 否 是 有

那赖00870(采) 156 143 86 1569 断块 粉砂岩 舌状 10/6 一面 否 否 有

那赖00867(采) 225 158 90 2189 断块 细砂岩 舌状 5/8 两面 否 否 有

那赖00874(采) 153 133 66 1009 断块 粉砂岩 舌状 7/8 一面 否 否 有

那赖00873(采) 131 121 86 1067 断块 粉砂岩 舌状 9/6 无 否 否 有

那赖:10(采) 224 135 79 2314 石核 砂岩 舌状 4/13 两面 否 否 无

那赖EA:1(采) 137 118 79 934 石核 细砂岩 舌状 9/8 两面 是 是 有

那赖EB:8(采) 156 122 89 1197 断块 粉砂岩 舌状 7/6 一面 是 是 有

那赖SA:16(采) 154 134 72 1397 砾石 粉砂岩 舌状 7/12 两面 否 否 有

那赖采:8(采) 213 123 81 1772 砾石 砂岩 舌状 14/9 无 否 是 有

那赖SAT10:842 169 133 96 1679 残块 粉砂岩 舌状 7/6 一面 否 是 有

那赖SAT13:975 176 134 93 1903 砾石 砂岩 舌状 10/4 两面 否 是 有

那赖SAT15:927 188 132 86 1658 石片 粉砂岩 舌状 7/3 一面 否 否 有

那赖SAT16:678 148 106 68 842 断块 砂岩 舌状 21/9 一面 否 否 无

那赖NT11:892 158 137 60 1093 石核 泥质岩 舌状 6/3 两面 否 否 有

那赖NT7:360 176 124 70 1197 石核 砂岩 矛尖状 8/5 两面 否 否 有

那赖NT2:790 169 134 66 1227 砾石 砂岩 舌状 10/7 两面 是 否 有

那赖NT4:806 183 143 78 1982 石核 砂岩 舌状 6/2 两面 是 是 有

那赖SAT15:1615 164 127 73 1280 石核 细砂岩 矛尖状 6/14 两面 否 是 有

那赖SAT12:1556 145 105 75 1254 石核 细砂岩 舌状 9/8 两面 否 否 有

那赖SAT13:1162 187 170 90 2416 石核 砂岩 矛尖状 10/5 两面 否 否 有

那赖EAT20:130 159 113 78 1390 砾石 粉砂岩 舌状 10/3 两面 否 是 有

那赖SAT10:1652 116 111 72 829 石核 粉砂岩 舌状 7/5 一面 否 否 有

那赖SAT16:1567 139 102 85 745 断块 粉砂岩 舌状 13/4 一面 否 否 有

那赖SAT14:1593 170 156 118 2557 石核 砂岩 舌状 8/7 一面 否 否 有

那赖SAT12:1804 167 116 83 1482 断块 砂岩 舌状 16/10 无 否 否 无

那赖SAT12:1807 245 160 103 3171 石核 砂岩 舌状 10/2 两面 否 否 有

    注：此表数据由冯小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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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体加工、软锤技术、薄化修理、器身薄锐工整对称的加工策略和形态特征是有很大区

别的，他们更符合博尔德（Bordes）分类体系的阿布维利手斧或“原型手斧”（proto-handaxe）
而非阿舍利手斧。

或许洛南盆地的情况有所特殊。据悉从盆地采集到的手斧包括两种类型，原型手斧

与阿舍利手斧。前者以砾石为原坯，尖端修理，根端一般保留石皮；后者以大石片或扁平

砾石为毛坯，形状规则。其中 80 件被描述成泪滴状，周身经过系统的两面修制，显示纯

熟的制作技术，被研究者认为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制作最为精良的手斧，可与典型的

阿舍利手斧相媲美 [18,19]。另外，石制品中还包括薄刃斧 119 件、手镐 231 件，绝大多数

标准、规范、精致，这使洛南盆地的手斧及相关器类组合比东亚任何一处遗址都更加接近

西方的阿舍利工具体系。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手斧仍然缺失软锤修薄的技术特征，显示

与西方同类器物一定程度的不同；而且由于绝大多数手斧采自地表，最近虽有手斧、薄刃

斧等标本发掘自原生地层，但资料尚未发表，我们目前无法知晓洛南盆地的原型手斧与阿

舍利手斧是否属于同一时代、同一文化组合，二者的关系怎样，也无从研判它们的发展是

否经历了不同技术阶段或演变过程。信息的缺乏使进一步的讨论受到了制约。

5 相关问题讨论

前文对手斧的类型学标准做了界定，认为在这一标准下，处于争论中的很多标本可

以被确定为手斧。但从标本的分布区域、在石制品组合中的数量及其形态、技术特征方面

不难看出，这些材料存在着数据不详实和地层与时代的不确定性，以及形态的变异性和地

区的特殊性。这类器物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体系中占据怎样的地位？其功能如何？他们

对研究先民的适应生存模式、技术与智能发展、不同地区人群的迁徙互动有何启示？下文

将尝试做些肤浅的探讨。

5.1 手斧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体系中的局限性及认识上的误区

目前看来，手斧在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存中是十分局限的。在广西百色盆地和陕东南 -

鄂西北的汉 -洛 -丹区域之外，鲜有手斧标本被发现，一些零散的报道存在信息不完备和

归属的不确定性，甚至有错定误报的现象。陕西蓝田地区从涝池河和平梁获得的 2件手斧

经常被引述 [13]，不知情者误认为出自于蓝田猿人（公王岭）遗址，其实它们都是从遗址

之外的地表采集的，与蓝田猿人的技术与生存无法建立任何关系；山西的丁村遗址被少数

学者贴上手斧工业的标签，其实经常被引述为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那件“似手斧”（P.1889)

采自遗址区外约 5km 远处的沙女沟地表，被认为可能是一件新石器时代磨制手斧的原坯，

与丁村旧石器文化没有任何联系 [48]。而其他“丁村手斧”皆归属于尖状器或手镐类。这

些标本缺乏两面加工和两面对称的性状，不符合哪怕是最宽泛的手斧标准。将采集于遗址

区外脱层的零星标本归入某个遗址的文化体系，或者人为改变某些标本的类型学属性，从

而将某些重要的旧石器文化打上手斧的烙印，是不严肃的，会对后学者和不了解详情的外

国学者带来误导误解；同样的分析也适合于乾县、三门峡等地的所谓手斧。这些地区出现

少量手斧本不足为奇，因为靠近汉 -洛 -丹手斧区，完全可能受到其文化的辐射，但这区

区几件被报道的标本脱离地层，并缺乏典型的类型学特征，难以成为实证。而如果至今还

坚持认定周口店遗址出土手斧，那或者是因为对周口店的标本未做观察和研究，或者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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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斧的概念模糊不清。仅仅例举少量存疑的标本或者靠凭空论断就将手斧文化的覆盖区扩

展开来，未免太主观和随意。要确定一个文化体系及其分布的区域，需要确凿的证据，需

要对相关材料做扎实的分析，需要数据的支持。

手斧在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存中数量是稀少的。即使在两个手斧分布区内，该器类也

没能在任何一个遗址的石器组合中占据优势，他们的数量要远远小于砍砸器和手镐类。对

于从一些遗址或区域采集到“丰富”数量手斧的现象要加以分析，须知这些标本的聚集往

往经过采集时间和地点的叠加，含有很强的人为取舍的偏颇（bias），而非来自经科学设

计的随机取样。将他们与经发掘的遗址出土的各类标本的比例做一比较就会一目了然。不

考虑这样的因素而一味强调手斧在一个遗址或区域的优势地位与作用是不严谨的，会误人

误己。

既然手斧的分布范围十分局限，既然手斧的数量十分稀少，在任何一个遗址的工具

组合中均不占优势，那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类工具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体系中是非

主流的，其地位与作用是辅助性的、边缘化的，对表征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

传统和技术特点只是绿叶，而非红花。我们切不可一叶障目，过于强调这类器型而扭曲了

远古文化的本来面貌。

5.2 原型手斧、手镐与砾石石器体系

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手斧大多可划归“原型手斧”亚型。这类工具在制作技术和形态

上与手镐基本一致，加工着力点和可用部位皆落在尖刃部，都是一端尖锐以利功用，另一

端厚钝以便抓握。据笔者观察，在含手斧的遗址中，手斧与手镐是相伴而生的，而且手镐

数量多于手斧。手镐系一面加工者，一些标本的加工面与砾石自然面形成双凸形，与手斧

的横截面近似。如果将这样的手镐与非均衡两面加工和均衡两面加工的手斧放到石器加工

的操作链上观察，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是同一类器物不同加工程度的产物，是类型

学的局限而导致它们的同质异类。它们同时出现在同一组合中，在形态与功能上基本重叠，

没有互补性，作为性质不同的两类工具并存是不合逻辑的。

西方阿舍利工具组合中的手斧在功能上被归类为大型砍切工具（Large Cutting 
Tools），很多研究者认为他们是多用途工具。与之相比，原型手斧和手镐不具有舌形或

弧状刃缘，不具备砍切的功能；其尖锐的刃口和厚重的器身使它更适于挖掘，因此在功能

上它们应该被称为“大型挖掘工具”（Large Digging Tools)[49]。我国旧石器时代的原型手

斧 -手镐组合基本上局限在秦岭以南的砾石石器文化体系中，同简单的石核、石片和大型

砍砸器共出，有理由认为它们是中国南方乃至东南亚砾石石器体系中的特定成员，与该体

系中的主力器型砍砸器所拥有的砍 -劈 -切功能相辉映和补充，在先民的生产和生活中起

着特定的作用。原型手斧易于制作，其技术需求和生产工序与砍砸器具有相似性，但对原

料的需求具有特殊性：皆以大型河卵石作为毛坯，利用卵石的扁平、浑圆或卵状的天然形

态进行打制加工，将人工技巧与自然造化有机结合起来。这是一种简单但有智慧的工具制

作策略，体现了先民因地制宜的聪明才智和适应生存能力 [50]。而中国南方发达的水系对

砾石的冲磨搬运能力为这种技术的发挥和相关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5.3 洛南盆地与中国旧石器时代的“阿舍利”元素 

典型阿舍利手斧区别于原型手斧的要点在于前者有一套规范成熟的制作技术，包括

制坯、成型、修边和使用软锤技术薄化处理，形态工整对称，两面、周边经过均衡、精细

的修制，器身薄锐，周边刃缘皆可使用，通常伴随配套工具，如薄刃斧和手镐。该技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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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人类演化的早期堪称复杂和高级，注定它不会被轻易发明和复制，不可能传播得十分

普遍，必然会有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性。

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是否存在阿舍利工具体系？少数学者常常举百色手斧之例予以肯

定的回答。百色的手斧含有一定数量的舌形刃口者 [51]，这类标本与阿舍利手斧具有某

种程度的相似性，但百色的标本鲜有明显经薄化处理者，均衡的两面加工和周身修制的

性状也缺乏，而且缺失常与手斧配套的薄刃斧，因而西方的学者将其称为“似阿舍利”

（Acheulian-like），而很少直接将其归入阿舍利传统。

或许洛南盆地正演绎着不同的故事。这里发现的手斧包括了原型手斧与阿舍利手斧

两个亚型，前者与其它地区的同类器型基本一致，而后者在中国其它地区鲜有可比者，与

典型的阿舍利手斧近似，且与薄刃斧、手镐伴生，这使得洛南盆地某些石制品具备了阿舍

利工具体系的技术、形态和类型学元素。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这些很形似阿舍利手斧

的标本，也没有表现出典型阿舍利手斧的薄化技术和薄锐形态特征，也见不到软锤技术的

踪影。或许我们可以解释为原料的不同使然，洛南的手斧原料为石英岩和石英砂岩，比之

西方常用的燧石材料更难驾驭、更难剥离下长而平直的修片。如果洛南的这类手斧属于晚

更新世的可能性得到确证，那他们与西方的阿舍利体系就存在着难以跨越的时代鸿沟，而

与近来在韩国发现的很多遗址出土的手斧就可能建立起时代和文化传播的关联性 [52]，铭

刻着东亚某些区域的古人类群体在那一时段面对特定资源环境而生存演化的特殊印记。他

们或许只是与阿舍利工具体系具备了某些相似性，但并没有文化的关联性，所谓“文化趋

同”是也。

5.4 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的“本土起源＋外来影响”说

中国砾石石器体系中的手斧这类工具起源于哪里？学术界对此问题的探讨热衷而又

流于蜻蜓点水。对于百色的手斧，学术界提出人群迁徙 -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可能性，并认

为新近对印度某些含手斧遗址年代的重新测定所获得的早更新世年代数据，使得经印度半

岛向东传播手斧技术的可能性增大 [53]。但目前二者之间还有巨大的手斧空白区，传播的

路线还无法确立，因而本土起源与演化的可能性无法被摒弃 [54]。

对于洛南更接近阿舍利风格的手斧及其组合，提出“西来说”似乎更易于被接受。

但同样的问题，传播路线无法找到。从地貌角度看，手斧从印度次大陆经华南（百色）北

上似乎是最合理的选项，但在百色盆地和汉 -洛 -丹地区之间鲜见手斧的身影。如果我们

接受“传播说”，则还需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是原型手斧与阿舍利手斧作为一套组合同时

传播进来，还是原型手斧在先，阿舍利手斧在后？亦或是前者在这里演化为后者？如果以

阿舍利手斧、薄刃斧、手镐为代表的模式 2技术体系传播到了这里，为何没有像在旧大陆

西侧那样发展进入模式 3——莫斯特技术体系？如果洛南的手斧存在于 10 万年内的晚更

新世，为何在西方的阿舍利工具体系早已销声匿迹后这里有如此之晚的孑遗？

远古人群居无定所，迁徙流动是生存的常态，因而文化与技术的传播与交流时而发生，

这不足为奇。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群从西方迁徙到东亚，带来手斧等工具也在情理之中，反

之，东方人群迁徙到欧亚大陆西侧，带去东方的技术和生存方式也合乎逻辑。但远古人数

稀少，迁徙是在觅食动力驱使下的无固定目标、无特定方向的自然、缓慢过程，因而伴随

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应该是小规模的涓涓细流，不该想象成现代式的大规模移民浪潮，“外

来的”人群与文化更多是与本土人群及其文化的融合，而不是更新替代。从技术、形态特点、

生态环境和与其他文化遗存的相关性分析，笔者认为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手斧更应该考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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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起源的可能性，这是因为：1）原型手斧技术简单，没有复杂的工序和流程，很容易施

加在大型砾石原料上；2）这里的手斧数量稀少，在任何一个遗址或石器组合中都不占统

治地位；3）含手斧的遗址少而零散，区域间无法建立有机的联系，无法确立传播的路径；

4）除洛南盆地的一些特例，中国的手斧大多缺乏与薄刃斧等阿舍利体系中其他器型的共

生关系；5）多数手斧标本近似手镐，以生产出可用的尖刃为目的，缺乏典型阿舍利手斧

的软锤加工、周身修制、两面（侧）对称均衡加工、薄化处理和器体工整对称的特征；6）

这类工具局限在中国中 -南方的砾石石器区域内，具有简单粗犷硕大的风格特点，与其他

砾石工具体系内的器型构成有机的组合，与手镐具有同质性，与主体器型 -砍砸器具有功

能的互补性；7）如果作为一个移植自西方的技术体系的代表，它缺乏与西方母体体系的

同步延展性，没有演变为莫斯特技术体系。因而，手斧及其组合应是长期存在于中国乃至

东亚旧石器时代砾石石器体系特定时段的成员，是在砾石原坯上简单加工出的尖刃类工具

内发展出的一种变体，具有深远的本土之根。当然，在其形成过程中不排除来自西方文化

与技术的影响，或许二者在适合的土壤上进行了有机的融合。在此暂且把这种可能性概括

为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的“本土起源＋外来影响”说。主干源头与支流的融入、影响的关

系不可颠倒。

5.5 关于手斧的功能及其反映的古人类生存行为

手斧的功能及其反映的古人群生存模式也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西方学者多有论

述 [55,56]。远古时期的石器很多是多功能工具，手斧亦然，单纯凭借其形态特征而强调它的

某种功能很可能会陷入主观和片面的误区，关键是看它与其他器类如何搭配和对特定生存

资源开发的功用。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手斧皆分布于我国三大地貌单元的第 II 级阶梯上，

似乎指向特定的海拔区间和气候带；同时皆发现于山间盆地中，这与印度、韩国的情况相

似。或许正是这样的生态环境导致这类工具的应需而生。与西方阿舍利手斧周边具有薄锐

锋利的刃口不同，中国的手斧大多仅在尖部具有可用的刃口，因而其功能不可能是砍切

（Cutting），而更可能是挖掘（Digging）。挖掘的对象应该是可食性植物的根茎。最近

我们对洛南盆地手斧所做的有限的残留物分析对上述推测提供了佐证。而山间盆地所具有

的生物多样性和近水、开阔的生态小环境为寻找这类食材提供了适宜的条件。手斧所依附

的砾石石器工具体系分布于中国中部和南方，这些地区在更新世是大熊猫 -剑齿象古动物

群的分布区，处于热带 -亚热带气候环境，被茂密的丛林覆盖。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采

集植物性食材成为食物获取的主要方式，狩猎十分困难 [57, 58]，因而这里的工具主体是用

于砍伐的砍砸器和用于挖掘的手斧 -手镐类。而大江大河水系的发育，冲磨搬运很多大型

卵石，为先民制作工具提供了充裕的原料，先民得以就地取材，将易于获得的砾石简单加

工成权宜工具，满足他们生产和生活的需求。

6 结 语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体系中存在着手斧这一类型。但中国的手斧在形态上、技术上、

工具组合中所占的比例上和分布的地域范围上与旧大陆西侧有很大区别；大多数手斧（除

发现于洛南盆地的少数标本）与手镐应属同质异型，是中国乃至东南亚砾石石器文化的特

定成员，是更新世生活在热带 -亚热带的先民开发利用植物根茎食材的大型挖掘工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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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渊源上有本土砾石文化的根基，但也可能受到小规模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的影响，体

现着“本土起源＋外来影响”的演化融合过程。他们的存在说明用手斧的存与否作为标准

将东亚地区与其西侧的旧大陆划分为两个旧石器文化圈不再适用，但东西方远古文化与技

术的差异不可因此而全盘抹杀，而且这种差异不但发生在两大区域之间，也显见于两个地

区之内 [59]，这是旧石器时代人类演化与文化发展多样性的一部分，是不同地区的人群对

当地生态环境适应生存的结果。

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手斧存在着材料上的不完备性和研究上的肤浅性，

体现在绝大多标本采集于地表，地层和时代归属具有不确定性；个别所谓的“典型标本”

的出土地和时代及文化归属被误植，对学术界造成误导和纷扰；对手斧标本的描述与分析

多停留在人为取舍、为我所用、主观定性的层面，缺乏客观全面的分析和详实的观测、统

计数据；很多争端缘起于缺乏能被普遍接受和共同遵循的类型学标准，陷入无谓的术语表

层纷争；有些论断呈现出理论的跳跃，缺乏对材料认真分析的坚实基础和严谨的推理论述

过程。

近来的研究展现出新的苗头和态势：一些含手斧的遗址被规范发掘，系统的测年工

作逐步展开，所出土的材料被全面统计分析和客观报道；探求石器功能和所开发利用的资

源种类与方式的微痕分析与残留物分析等现代科技手段开始被应用于部分标本和遗址的研

究；运用现代信息手段对标本做精确的形态 -技术观测和全面、详实的数据提取分析已在

被尝试，“用数据说话”正在成为学术的规范和共识；研究的视野在拓宽，对东、西方相

关材料的准确把握和驾驭的能力在提高，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与接轨在加快。通过这些努

力，我们有望改变长期以来陷入的主观、片面的研究模式，而真正揭示出中国手斧及相关

材料的学术内涵和价值，为探讨更新世人类生存演化的规律性和多样性做出不愧于丰富材

料的应有贡献。

致谢：感谢冯小波、王頠、李超荣、王社江和王幼平提供的部分标本的统计和测量数据及

相关信息，感谢徐欣、关莹和张晓凌在文字和文献资料方面提供的帮助，感谢审稿专家提

出的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参考文献

[1]	 Movius H. Lower Paleolithic culture of Southern and Eastern Asia[M].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48, 
38(4): 329-420.

[2]	 Movius H. Lower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in Southern Asia and the Far East[M]. Studies in Physical Anthropology No.1, edited by 
W.W Howells. New York: Hamanities Press, 1969.

[3]	 黄慰文 . The early Paleolithic of China[J]. Quaternary Research, 1989, 28: 237-242.
[4]	 黄慰文 .东亚和东南亚旧石器初期重型工具的类型学——评 Movius 的分类体系 [J]. 人类学学报 ,1993,12(4):297-304.

[5]	 Schick KD. Movius line reconsidered: perspectives on the earlier Paleolithic of Eastern Asia. In Integrative Paths to the Past, 
edited by Robert S. Corruccini and Russell L.Ciochon, Prentice Hall, 1994, 569-596.

[6]	 林圣龙 . 中西方旧石器文化中的技术模式的比较 [J]. 人类学学报 , 1996, 15(1):1-20.

[7]	 Breuil, H. L’état actuel de nos connaissances sur les industries paléolithiques de Choukoutien[J]. L’Anthropologie，1935,45: 740-746. 
[8]	 裴文中 . A preliminary study on a new Paleolithic station known as Locality 15 in the Choukoutien region[J]. Bull. Geol. Soc. China, 

1939, 19(2): 147-187. 
[9]	 裴文中，贾兰坡. 丁村旧石器[A]. 见 :裴文中主编.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8, 97-111.

[10]	贾兰坡 . 中国发现的手斧 [J]. 科学通报 , 1956, (12): 39-41.



人  类  学  学  报‌• 14 • 31 卷

[11]	邱中郎 . 陕西乾县的旧石器 [J]. 人类学学报 , 1984, 3(3):212-214.

[12]	Freeman LG.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in China[A]. In: Paleoanthrop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SCPRC Report, 1977, 79-113.

[13]	黄慰文 . 中国的手斧 [J]. 人类学学报 , 1987, 6(1):61-68. 

[14]	Hou YM, R Potts, Yuan BY. et al. Mid-Pleistocene Acheulean-like stone technology of the Bose Basin, South China[J]. Science , 2000, 
287(5458): 1622-1626. 

[15]	谢光茂 . 关于百色手斧问题——兼论手斧的划分标准 [J]. 人类学学报 , 2002, 21(1):65-73.  

[16]	王頠 ,莫进尤,黄志涛.广西百色盆地大梅南半山遗址发现与玻璃陨石共生的手斧[J].科学通报,2006,51(18): 2161-2165.

[17]	李超荣 ,冯兴无 ,李浩 .1994 年丹江口库区调查发现的石制品研究 [J]. 人类学学报 , 2009, 28(4):337-354.

[18]	Wang Shejiang. Perspectives on hominid behaviour and settlement patterns: A study of the Lower Palaeolithic sites in the Luonan 
Basin, China[J]. Oxford: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406, 2005.

[19]	王社江 . 花石浪 (I)- 洛南盆地旷野类型旧石器地点群研究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7.

[20]	黄慰文，侯亚梅，高立红 .中国旧石器文化的“西方元素”与早期人类文化进化格局[J].人类学学报 ,2009,28(1):16-25.

[21]	Pei WC. Professor Henri Breuil, pioneer of Chinese Palaeolithic archaeology and its progress after him. Miscelanea en Homenaje 
al Abate Henri Breuil, tomo 2[J]. Barcelona, 1965, 251-271.

[22]	裴文中，张森水 . 中国猿人石器研究 [M].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1985.

[23]	戴尔俭 . 旧大陆的手斧与东方远古文化传统 [J]. 人类学学报 , 1985, 4(3):215-222.

[24]	林圣龙 . 对九件手斧标本的再研究和关于莫维斯理论之拙见 [J]. 人类学学报 , 1994, 13(3):189-208.

[25]	林圣龙，何乃汉 . 关于百色的手斧 [J]. 人类学学报 , 1995, 14(2):118-131.

[26]	林圣龙 . 关于全谷里的手斧 [J]. 人类学学报 , 1995, 14(3):189-205.

[27]	Koeberl C, Glass BP, Keats SG. Tektities and the age paradox in Mid-Pleistocene China.Science,2000,289: 506.
[28]	林圣龙 . 评《科学》发表的《中国南方百色盆地中更新世似阿舍利石器技术》[J]. 人类学学报 , 2002, 21(1):74-82.

[29]	Covinus G. Homo erectu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nd the questions of the age of the species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stone 
artifacts,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handaxe-like tools[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04, 117: 141-151.

[30]	Andre Debenath, Harold L Dibble. Handbook of Paleolithic Typology, Volume one: Lower and Middle Paleolithic of Europe[M]. 
Philade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94 

[31]	Bordes F. Typologie du Paléolithique Ancien et Moyen,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 de Préhistoire de l ’Universit de Bordeaux, 
Memoire No.1[M]. Imprimeries Delmas, Boreaux, 1961.

[32]	张森水 . 中国旧石器文化 [M]. 天津 :科学技术出版社 , 1987

[33]	黄慰文 . 东亚和东南亚旧石器初期重型工具的类型学 -评 Movius 的分类体系 [J]. 人类学学报 , 1993,12(4):297-304. 

[34]	谢光茂 , 林强 , 黄启善 . 百色旧石器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 2003.

[35]	Pu Zhang, Weiwen Huang, Wei Wang. Acheulean handaxes from Fengshudao, Bose sites of South China[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2010, 223-224: 440–443

[36]	de Lumley H, Li Tianyuan. Le site de l’homme de Yuanxian[M]. Paris: CNRS  éDITIONS , 2008
[37]	林强 . 广西百色田东坡西岭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J]. 人类学学报 , 2002, 21(1):59-64.

[38]	裴树文 ,陈福友 ,张乐 ,等 . 百色六怀山旧石器遗址发掘简报 [J]. 人类学学报 , 2007, 26(1):1-15.

[39]	谢光茂 , 林强 . 百色上宋遗址发掘简报 [J]. 人类学学报 , 2008, 27(1):13-22.

[40]	谢光茂 , 林强 , 黄鑫 . 百色田东百渡旧石器遗址发掘简报 [J]. 人类学学报 ,2010, 29(4):355-371.

[41]	侯亚梅 , 高立红 , 黄慰文 , 等 . 百色高岭坡旧石器遗址 1993 年发掘简报 [J]. 人类学学报 , 2011, 30(1):1-12.

[42]	黄胜敏 , 刘扬 , 郭耀峥 , 等 . 广西百色百峰遗址发现的石制品 [J]. 人类学学报 ,2011,30(3):307-312.

[43]	裴树文 , 关莹 , 高星 . 丹江口库区彭家河旧石器遗址发掘简报 [J]. 人类学学报 ,2008,27(2):95-110.

[44]	周振宇 ,王春雪 ,高星 .丹江口北泰山庙旧石器遗址发掘简报 [J]. 人类学学报 , 2009, 28(3):246-261.

[45]	高星 ,裴树文 .三峡远古人类的足迹:三峡库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现和研究[M].成都 :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2010. 

[46]	Gary R. Scott, Luis Gibert. The oldest hand-axes in Europe[J]. Nature, 2009, Vol. 461:82-85
[47]	鹿化煜 ,张红艳 ,王社江 , Richard Gosgrove, 赵存法 , Thomas Stevens, 赵军 . 东秦岭洛南河上游黄土地层年代的初步

研究及其在旧石器考古中的意义 [J]. 第四纪研究 , 2007, 27(4): 1-9

[48]	王向前 ,朱晓东 .丁村”似’手斧’石器”的时代问题 [J]. 见：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 [C]. 山西

省考古研究所编 . 太原 :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 1996, 37- 40.

[49]	GAO Xing. The nature of Paleolithic handaxes from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Lower Paleolithic cultural variation[A]. In：
Handaxes in the Imjin Basin: Diversity and Variability in the East Asian Paleolithic[M]. Edited by Seonbok Yi. Seoul: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2011, 193-217 



‌• 15 •1 期 高星：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的特点与意义

[50]	高星，裴树文 . 中国古人类石器技术与生存模式的考古学阐释 [J]. 第四纪研究 , 2006, 26(4):504-513

[51]	袁俊杰 ,武成浩 ,侯亚梅 ,等 . 百色盆地舌形刃重型工具的三维有限元应力分析 [J]. 人类学学报 ,2008,27(2):111-119

[52]	Seonbok Yi (ed). Handaxes in the Imjin Basin: Diversity and Variability in the East Asian Paleolithic[M]. Seoul: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2011 

[53]	Robin Dennell. An earlier Acheulian arrival in South Asia[J]. Science, , 2011,Vol. 331: 1532-1533
[54]	Robin Dennell. The Palaeolithic Settlement of Asi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55]	Clark, JD. The Acheulean industrial complex in Africa and elsewhere. In Integrative Paths to the Past, edited by RS Corruccini, 

RL Ciochon. Prentice Hall, 1994, 451-469.
[56]	Wynn T. Handaxe enigmas[J]. World Archaeology, 1995, 27(1): 10-24
[57]	Binford LR. Constructing frames of references: An analytical method for archaeological theory building using hunter-gatherer and 

environmental data sets [M].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58]	陈胜前 . 中国狩猎采集者的模拟研究 [J]. 人类学学报 , 2006, 25(1):42-55

[59]	王幼平 . 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 [J].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2005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of Paleolithic Handaxes from China

GAO Xing
(Laboratory of Human Evolution,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bstracts: The “handaxe issue” has been discussed and debated for a long time in Paleolithic 
research in China. As claimed by some researchers, handaxes have been discovered at some Middle 
Pleistocene localities in southern and central China and regarded as evidence to invalidate the 
hypothesis of the so-called “Movius Line” and to suggest that there is no obvious technological 
and typolog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the remote past. However, most of the 
Chinese handaxes have been collected only from some isolated sites as surface finds, mainly in 
the Bose Basin in the Guangxi Autonomous Region and the Han-Luo-Dan Region in southeastern 
Shaanxi Province and northwestern Hubei Province. Stratigraphic information and chronometric 
results are known for exceptional cases. The number of handaxes is also limited for any given site, 
and most of them are products of casual and simple retouch with hardly standardized size and overall 
shape. Therefore,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Acheulian handaxes present in Africa and the western 
Eurasia in the Lower Paleolithic.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of research on the handaxe issue in China, presents different 
ideas and propositions, and analyzes the nature of the arguments and the weakness of data sets. It 
points out that most of the Chinese handaxes should be functionally the same with another type 
of heavy duty tool, pick, and they are large digging tools (LDT) of Pleistocene human groups 
living in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environments exploiting plant food resources, and they are part 
of the toot-kit of pebble tool tradition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China; They might have their local 
origins with possible western influence.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kind of stone tool in Pleistocene 
China and East Asia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also discussed and suggested. 

Key words: Handaxe; Typological criteria; Pebble-tool tradition; Acheulian technology; Eastern 
origin with western influence


